
陈铭枢为美国与中共对话奔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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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铭枢是北伐名将，在国民政府时期权重一时。在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和反蒋斗争

中，曾起过重要作用。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，他曾担当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同中共领袖毛

泽东、周恩来之间秘密谈判的信使——这段史实是鲜为人知的。

1949 年 5 月底，陈铭枢住在刚获解放的上海，准备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

工作，忽然接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邀他赴宁一叙的请求。原来，司徒雷登正在寻找机会同

中共领导人对话，并已同前燕京大学学生、当时南京军管会外事负责人黄华取得联系。司

徒雷登听说陈铭枢将赴北平，便想托他给中共领导人传递信息。

陈铭枢与司徒雷登相识多年，颇为熟稔。他与中国共产党也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，此

时自然乐于为中共与美国增进相互了解和接触而奔走。于是，他和夫人 6 月 10 日来到南

京，同司徒雷登晤谈了将近 4个小时。司徒雷登请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方的 5点意见和

4 个文件。5 点意见大体为：一，美国人相信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存；二，

美国对即将由中共控制的政府，有两点特别关切：（一）是真正尊重人权，还是搞成极权

或警察国家？（二）是否从事暴力式的世界革命？三，凡是希望美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

的人，都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感到不安；四，在经济关系方面，中共官员言论似乎不鼓

励和美国通商；五，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，但中共应该重视司徒大使及其他国家使团首长

留在南京的事实。4个文件在于说明和美国保持关系对中国是何等有利与重要。

陈铭枢旋赴北平，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这些意见和文件。6月 23 日，他通过助手罗海

沙转告司徒雷登，说他已跟毛泽东、周恩来顺利接触，谈话令人完全满意。而这时，司徒

雷登已向黄华提出了亲赴北平的意向，毛泽东、周恩来也准备欢迎他来。美国与中共的关

系似乎露出了一线转机。然而在 7月 1 日，美国最高层否决了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请求，

他只好在南京坐待陈铭枢的信息。

7月 9日，陈铭枢终于给司徒雷登带回了中共领导人的答复。他们在当天下午倾谈了

4个多小时。第二天，陈又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长篇备忘录和两个附件。

备忘录是陈铭枢根据到北平后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，以及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所作

观察综合整理而成。他解释说，虽然毛泽东在 6 月 30 日发表的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一文

中，提到中国将向苏联“一边倒”，但这并非“靠别人”之意，而是中共为实现自己的目

标独立采取的一种“政治路线”。美国政府应注意中共对“国家立场”和“政治路线”是

有所区别的。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立场而互相合作，但彼此的“政治路线”应允

许有所不同，陈铭枢进而引述毛泽东的话说：“在政治上，必须严格；在经济上，可以互

相迁就”。

那两个附件，一个是中共领导人联合对司徒雷登的答复。他们希望美国此后停止援助

国民党政府重新按照罗斯福、史迪威、华莱士的方式制订对华政策。若能如此，中共自然



以同样友好的态度予以回报。毛泽东特别请司徒雷登阅读他 6 月 15 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

筹备委员会上的讲话，其中申明：任何外国政府，只要它愿意断绝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，

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，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友好态度，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

等、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，谈判建立外交关系。

第二个附件是周恩来对司徒雷登那 4个文件的答复。周指出，苏联是第一个和孙中山

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，苏联承认中国革命，苏联在抗日战争中曾给予中国物

质援助等等，相比之下，美国过去援助只是“小节”，美国在 30 年代出售物资给日本，抗

战结束后又援助蒋政权。周以此驳斥了司徒雷登对中苏、中美关系的比较。周还举出 1937

年和 1947 年的中美贸易数字，证明美国而非中国是中美贸易的受惠者，批驳了司徒雷登

关于美中贸易对巾国更有利的说法。

总之，中共的既定原则是美国必须先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，停止援蒋，不干涉中共

实行与苏联的友好“政治路线”，才能同美国进一步谈判。而美国当时并未决心停止援助

国民党政权，也未放弃反共立场，却要求中共首先停止反帝反美的宣传与活动，疏远同苏

联的友好关系，甚至背弃共产主义原则。双方的立场如此格格不入，陈铭枢的斡旋因此劳

而无功。

1949 年，美国与中共虽有对话的机会，却无和解之可能。

（转自 1989年 7月 11日《团结报》编者略作删节）


